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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旅行中的背包客涂鸦：空间实践与
新部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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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道路旅行的兴起，中国背包客将涂鸦活动的阵地转移至道路和停泊点等非城市空

间。背包客的道路涂鸦与城市涂鸦、景区涂鸦都存在着较大差别，它所具有的时空特殊性为剖

析旅游过程中通道与停泊点的意义、理解旅游者如何参与地方生成、探索处于移动中的人群如

何构建共同体提供了生动案例。本研究以川藏公路为案例地，采用移动民族志与多点民族志

相结合的方法，探索背包客涂鸦作为空间实践的意义。研究发现，涂鸦实践使得川藏公路及其

沿线的节点成为背包客旅程甚至人生经历的见证者，原本功能性、政治性的空间被改写成私人

的、情感的空间，涂鸦实践还参与构建了一个后现代的流动新部落。因此，涂鸦重塑了川藏公

路的空间意义，在川藏公路独特旅行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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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从“传染病”到“先锋艺术”：城市涂鸦活动中的空间抵抗与公共表达
涂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现象，然而通过一场社会运动，这项原本随意、充满趣味性

的活动开始与现代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1960年代，纽约城市种族问题突出、社会
不平等、社会空间分割严重，涂鸦被少数族裔用来表达不满以及对主流文化的反抗[1]，彼
时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城市管理者将涂鸦视为损害私有财产、阻碍经济发展和破坏社会稳
定的因素，对涂鸦采取零容忍策略。但是，涂鸦行动包含了市民捍卫空间正义和公民权
利等诉求，因此无法被禁绝，城市涂鸦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日深[1]。1970年代后，涂
鸦蔓延至诸多国际都市，管理者对涂鸦的态度和治理思路也逐渐发生转变。涂鸦文化所
承载的种族认同、政治诉求等部分地得到认可，涂鸦作品的艺术性和创造力获得商业资
本的青睐，政府因此采取了区分、改造、引导等对策，有条件地合法化涂鸦[1,2]。90年代
后，涂鸦已经成为当代城市视觉文化的典型，管理者甚至开始主动与涂鸦者合作，利用
涂鸦来反映地方风貌、日常生活，将其视为凝聚社区活力的路径，是鼓励公众参与、唤
醒城市中的废弃空间或边缘社区的有效方式[3]。

中国的城市涂鸦兴起于 1990年代，是嘻哈文化借由全球化传入的产物，形成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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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北京、深圳等代表性城市[2]。虽然中国的城市涂鸦与西方涂鸦中种族隔离、贫富差距
的背景相去甚远，但现代涂鸦活动所具有的表达个性、反对“空间霸权”的内涵在中国
也有所体现，而各城市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也对涂鸦采取了多元的治理策略。例如
广州涂鸦经历从公共空间转移至灰色/半公共空间再回归到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2]，深圳
则将涂鸦视为城市文化创意的重要力量[4]。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管理者对涂鸦的治理策略
并不是“从禁止到合作”这样线性发展的，而是根据特定的现实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对
于涂鸦者来说，“合法化”也并不是他们唯一的追求，涂鸦群体始终将反叛性视作活动的
基础[5]。

现代涂鸦与城市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而成为地理学关注的对象。地理学对涂鸦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涂鸦的时空分析、涂鸦与社会交流、涂鸦与权利表达三方面[1]，将涂鸦看
作某社会群体占据空间、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认可涂鸦反映了市民使用城市空间的权
力，探索涂鸦如何改变地方的意义和社会群体对地方的认知。涂鸦作为一种斗争的“战
术”，是典型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德塞图指出，普通人通过流动的、非正式化
的实践改写由精英和统治阶层所确定的空间使用规范和空间意义，创造日常生活空间[6]37。
小孩子在作业本上的涂鸦可以说明这种活动对弱者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相对于强者“画
地为王”的空间策略，弱者只好伺机而动，孩子利用涂鸦在象征“系统”和“结构”的
作业本上开创自己的领地，像作家一样来标榜自己的存在 [7]。值得重视的是，“行走”
（walking）被视为生产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行走创造了新的观看城市的
机会，搅乱和打碎了稳定的城市秩序，由统治者所定义的几何性街道通过行走才真正成
为空间[6]91-110。类似地，本雅明在关于都市漫游者（flâneur）的讨论中将漫游视为表达不
满和逃避权力的艺术，是个体自身脱离现代生活的方式[8]。结合德塞图的观点，城市漫游
者的实践不仅在表达个人意愿，也在改写城市空间。因此，将“漫游”与“涂鸦”结合
起来的旅游者涂鸦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实践为研究空间如何转变为地方提供了契机。
1.2 从“目的地”到“通道”：道路旅行的兴起与涂鸦空间的拓展

如果把涂鸦从城市空间和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不难发现，从古至今它还常
常与旅游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常在风景名胜写诗留名，或在酒肆、关津
等处抒发感想，如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张祜的《题金陵渡》等。这些集文学性与
书法艺术于一体的创作，不仅成为后人研究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宝贵资料，更丰富了这些
地方的意义，成为今天风景名胜区重要的旅游资源[9]。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
方，例如在世界遗产地之一的澳大利亚蓝山地区，旅行者留下的形形色色的涂鸦成为了
特别的景观[10]。虽然涂鸦与中国传统旅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文人雅士在景点留下的
旅途随感常常成为景观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代社会“文物保护”与“公民素质”的
话语之下，旅游者涂鸦通常被界定为破坏公共财物或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11]。但恰恰是
旅游涂鸦的“屡禁不止”启发研究者们思考，为何在不文明、破坏文物的恶名之下，旅
游者还如此热衷于这项活动？旅游涂鸦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实践内涵与文化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旅游者活动空间的拓展，旅游涂鸦也拓展至新的空间。当下中
国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旅行方式，即以川藏公路为代表的道路旅行，大部分道
路旅行者是背包客。在道路旅行中，目的地的重要性被弱化，更多的旅行时间花费在旅
途上，最重要的旅游体验产生于在路上移动的过程而不是在目的地的观光[12]。伴随着道
路旅行的兴起，中国背包客将涂鸦的“阵地”从城市转移至作为旅游通道的公路、沿途
的饭店和旅舍、界碑、垭口等空间。传统旅游研究基本上认为旅游活动和旅游体验发生
在目的地，与旅游通道区隔开来，而现实的旅游实践却越来越重视旅游通道，如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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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骑行旅游、火车旅游等[13]。因此研究道路旅行者的涂鸦也有助于反思旅游流动中空

间分离带来的认知局限。

旅游地理学者很早便提出旅游通道将客源地和目的地两个区域连接起来，其特征和

效率将影响和改变旅游流的规模和方向，是整个旅游系统的桥梁[14]，旅游通道不仅指能

够帮助旅游者实现空间移动的物质载体，同时也包括旅游者可能参观的地点[15]。但在实

际的旅游研究中，研究者们的焦点仍主要集中旅游目的地。在新移动性范式（the mobili-

ty paradigm）的主张下，移动通道作为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重新回到学者的视野中[16]。

例如，Dimitris Dalakoglou等指出，对道路的民族志研究可以跨越传统研究假设，研究横

跨物质与文化、社会与个人、全球与地方社区、基础设施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范畴的移

动现象[17]。同时，附着在道路以及其他移动空间中的停泊点，如机场、铁轨、车站、旅

馆等也受到了相应的关注，因为如果没有停泊点组成庞大系统，就不会出现移动的大幅

度增加。正是由移动物、停泊点和移动通道构成了移动系统，才有可能导致资源的再分

配以及空间和地方的再造[16]。移动性范式认为地方是动态而非一成不变的，地方的形成

有赖于复杂的网络中多种要素的互动，地方是实践的产物，而非固定的地点[18]。

主要发生在道路空间和移动过程中的背包客涂鸦既不同于城市涂鸦，也不同于景区

涂鸦，它所具有的时空特殊性为重新审视涂鸦在空间再造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条件，不

仅拓宽了地理学对于涂鸦的研究，也将旅游地理对目的地的关注转移到旅游通道和停泊

点上。其次，背包客涂鸦还为地理研究者探索处于移动中的人群如何构建共同体提供了

思路。在移动性空前加强的时代，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群形式，这些社群摒弃理性

的契约式社会关系，转而发展为一种有情感融入的社交，法国社会学家Michel Maffesoli

将此类社群称为“新部落”（neo-tribe） [19]11。新部落是后现代性的，以部落成员共同的生

活方式和趣味为中心，是短暂、松散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联盟。川藏公路上来来往往

的旅行者，与新部落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而涂鸦在此群体的构建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

角色。本研究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川藏公路为案例地，采用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

raphy）与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相结合的方法，将涂鸦视为道路旅行者

的空间实践，探索其如何改写旅游通道与停泊点的意义、参与旅游者的身份构建、成为

后现代漫游于公路之上新部落的重要“语言”。

2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于G318国道的成都至拉萨段，又称川藏公路（南线），东起四川成都市

的衣冠庙，西止西藏首府拉萨市川藏公路纪念碑，全长 2155 km。川藏公路是进入西藏

八大路线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路线，相较于其他路线，该线路途较短且海拔比北线低，所

以由川藏公路进藏多行南线。在受到旅游者青睐之前，川藏公路早就是西部地区重要的

国防战备公路，也承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物资入藏的运输任务[20]。两千多公里的路

程中，一个个地名成为这条线上串起的明珠（见图1）。从成都出发，首先经过原西康省

省会“雨城”雅安，雅安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地理上称为“雨极”，一

年中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细雨霏霏之日。向西翻越第一道咽喉险关天堑二郎山，山上林

海茫茫、山峦叠嶂、峡谷幽深，高原地景开始显现。下山后到达革命历史名城泸定。而

后，一路越过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经康定、新都桥、雅江、理

塘、巴塘，过巴塘的金沙江大桥进入西藏，而后再经芒康、左贡、邦达，下怒江72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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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宿、然乌、波密、鲁朗、八一、工布江达、墨竹工卡最后到达拉萨。川藏公路通常被

分为四段，第一段是成都到二郎山，是从平原到高原；第二段是二郎山到折多山，由汉

入藏；第三段是折多山到然乌湖，属康巴藏区；最后一段是然乌到拉萨，属工布藏区。

进入21世纪，经由《中国国家地理》等媒介的推广，G318国道成为众所周知的“最

美国道”，川藏公路沿线旅游景点有 180余处[21]。从一马平川的平原到浩瀚旷远的高原，

既有层峦叠嶂的峻岭与壮丽巍峨的雪山，广阔无垠的草原和墨绿秀美的山林，也有波涛

汹涌的大河与静谧幽深的湖泊；从繁华喧闹的汉地到圣洁宁静的藏地，既有真诚质朴的

藏族居民和虔诚修行的喇嘛觉姆，有宁静恬适的藏族村落和厚重精美的藏式民居，还有

神圣清净的佛教寺庙和经幡飘扬的高山垭口。数不尽壮美秀丽的自然景观和多彩独特的

人文景观交相呼应，点缀在绵延起伏的川藏公路两旁，呼应在神圣与世俗交织的空间

中，共同构成了道路整体的景观系统。

然而，由于川藏公路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十分复杂和特殊，灾害种

类多，分布广，活动频繁，素有“灾害博物馆”之称，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艰险的道路之

一[21]。尽管路况险峻、危险重重，而其所串联的丰富景观却对旅游者、尤其是通过冒险

叙事（narrative of the risks）树立地位的背包客[22]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例如，对骑行的背

包客而言，若不遇到外力阻碍，骑完川藏公路全程需要19~25天时间。整个行程中，每

日骑行时间基本都在7小时以上，骑行者往往上午六点半左右就从住宿点出发，这样的

流动模式像是一种“打卡式”的定点流动，流动过程中基本不会偏离川藏公路。因此，

川藏公路的物质特点构成了道路旅行独特的事实背景，产生了别具风格的涂鸦活动。

民族志是涂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之一[1]，但本研究所关注的涂鸦实践发生在一条长达

2000 km以上的线性道路上，在横跨两个省份的同时串联多个地点，无法采用人类学研

究者待在一地做长时段田野调查的传统方法。在此背景下，作者采取移动民族志与多点

民族志结合的方法，通过观察、访谈、田野日记等方式收集数据，2016年7—9月，以摩

托车、徒步、搭车等方式体验了川藏公路旅行的全过程，与川藏公路的背包客一同移

动，并在空间中关键节点停留，共计79天，撰写田野日志38篇。作者在与研究对象一起

移动的过程中，观察人、物、信息与信念如何在空间中流动，同时，面对面的接触也增

图1 案例地川藏公路南线区位示意
Fig. 1 Location of the south route of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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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场景可理解性[23]。通过在多个地点的连接、交互和印证增强了传统民族志的叙述和
建构能力[24]。这样综合的研究方法也为道路研究所倡导[25]。

质性研究在选取样本上注重典型性[26]，本研究选择的每个个案都必须体现道路旅行
和涂鸦两方面的重要特征，因此，自驾游的旅客虽然是道路旅行者，却由于极少涂鸦而
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同时，基于“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 [27]，作者选择在社会背
景、旅行方式等方面差异较大的多个样本，即发现同一个特征或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
的不同存在形式，当调查中没有新的主题产生、信息不断重复，样本即饱和[27]。最终，
作者共访谈川藏公路上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旅行者 20人，其中有 6名女性，14名男性，
符合公路旅行中男性居多的特质，另访谈旅舍老板2人（见表1）。总体来看，被访对象
的旅行方式包括骑行、摩托车旅行、徒步、徒步与搭车结合等各个种类，年龄跨度从
19至41岁，既有学生，也有公务员、个体户、公司职员等，访谈地点涵盖了起点至终点
的各处，既有在公路上，也有在旅舍或饭店中，旅行者涂鸦的空间或谈论到涂鸦空间分
布则涵盖了旅舍、饭店、道路、垭口、界碑等各处，研究者也在以上各处停留，以记录
各类涂鸦文本。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涂鸦以文字文本为主，与城市涂鸦中以
图画为主的情况有所差别。在访谈时，作者向被访者承诺会将他们匿名，以保护被访者
隐私和保证访谈内容的真实性。文中被访者的编号由随机选择的两个英文字母组成，其
性别、年龄、职业则是真实数据，文章所涉及的涂鸦文本忠实记录了原文本，若原文本

表1 访谈对象与访谈内容的基本信息
Tab.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s and locations of graffiti

身份

自行车骑行者

自行车骑行者

自行车骑行者

自行车骑行者

自行车骑行者

自行车骑行者

自行车骑行者

自行车骑行者

摩托车旅行者

摩托车旅行者

徒步者

徒步者

徒步者

徒步与搭车

徒步与搭车

徒步与搭车

徒步与搭车

徒步与搭车

徒步与搭车

徒步与搭车

旅舍店主

旅舍店主

化名

JW

FM

YJ

LX

DJ

HQ

WX

HD

XJ

GB

YX

YF

LL

YY

DS

CE

ZF

JK

ZF

LD

KE

LG

年龄

25

25

26

22

35

26

26

19

25

30

26

27

23

37

41

22

23

28

23

26

37

40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职业

大学生

辞职无业

酒店主管

大学生

公务员

辞职无业

保险销售

客栈义工

个体户

教师

自由职业

健身教练

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

个体户

大学生

辞职无业

公司职员

辞职无业

大学生

旅舍店主

旅舍店主

访谈地点

东升竹庄

新都桥旅舍

拉萨旅舍

理塘旅舍

公路上

拉萨旅舍

拉萨旅舍

拉萨旅舍

东升竹庄

拉萨饭店

拉萨旅舍

拉萨旅舍

拉萨旅舍

拉萨旅舍

理塘旅舍

公路上

康定旅舍

理塘旅舍

康定旅舍

理塘旅舍

理塘旅舍

德格旅舍

本人涂鸦或谈到涂鸦所在的空间

饭店、旅舍、里程碑、界牌涂鸦

旅舍、公路的涂鸦

旅舍、公路的涂鸦

旅舍、公路、界碑的涂鸦

公路涂鸦

旅舍涂鸦

澜沧江大桥涂鸦

里程碑涂鸦

饭店、旅舍、公路的涂鸦

本人摔车处涂鸦

公路、垭口、界碑的涂鸦

公路、垭口、界碑的涂鸦

旅舍涂鸦

旅舍涂鸦

旅舍涂鸦

旅舍、公路、界碑各处的涂鸦

旅舍、公路的涂鸦

旅舍、公路栏杆的涂鸦

旅舍涂鸦

旅舍涂鸦

旅舍涂鸦

旅舍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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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涂鸦者留下的称号、日期、地点等信息，则以长划线“—”将这些信息与涂鸦内容相

连接，并且将文本中称号等与身份可能有关的信息以字母替代。

3 是“最美国道”也是“人生旅途”：涂鸦实践下道路及其节点意义的
延展

3.1 移动中的涂鸦实践与意义丰富的道路空间
川藏公路上最常见的涂鸦主题就是将这段旅行与人生联系在一起，例如“在骑行中

沉淀自己，在骑行中颠覆自己，在骑行中还原自己，丰富人生，增加阅历”，“在路上遗

忘，在路上微笑，在路上遇见最美好的自己”。川藏公路的旅行者将“人生”与“道路”

连接起来并非偶然，这与川藏公路自身的特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条道路

都会成为道路旅行的圣地。首先，川藏公路是一条通往西藏的朝圣之路，不仅对于真正

的藏传佛教朝圣者而言如此，对于旅行者和怀揣着对西藏憧憬的都市人群亦是如此。川

藏公路连接内地与西藏，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在汉文化的认知中总是伴随着神圣高远和异

域独特的想象，如 JW所说：“很早之前就对西藏非常好奇，非常向往，总觉得很神秘，

有很多传奇故事。”因此，经过川藏公路走向西藏的路程，象征着达成更完整或纯洁的自

我，类似的表述如道路护栏上的涂鸦“这是一场修行”。第二，这条道路中美景与危险并

存的状况极其容易被联想为人生中喜忧参半的状况，走过这条路就像经历一次生命。如

FM所说，“如果单纯是为了看美景，我大可以直接飞到林芝、飞到稻城、飞到拉萨……

但是我希望走这一路去感受，去看，一来觉得见美景着实不易，二来也想体验这一路上

的艰辛、曲折和不可预知。”道路上的涂鸦因此记录着旅行中的点滴，例如觉巴山顶的护

栏上写着：“车链子断了，推了百米，大爷还是骑上来了！—Xian”，也记录着人生感

悟：“骑行是一种生活，同样也是一种过程（for grow up）—TJ骑行队，CC。”

除了涂鸦内容揭示的道路旅行意义，涂鸦的空间分布还充分展示了旅行者如何通过

移动将“最美国道”镌刻入个人旅程，将这条道路作为运输通道的工具性意义进行了延

展。从涂鸦出现的地点来看，特定路牌（如西藏界碑）、上坡地面和护栏、高山垭口和观

景点（山体墙壁上）是涂鸦最常出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之所以会成为旅行者涂鸦密集

区，与移动情境密切相关。首先，里程碑和界碑作为道路节点对于旅行者而言具有标志

性意义，也因此成为旅行者留影和涂鸦的地方。例如，K3000和K3838的里程碑上都涂

满了文字。有意思的是，K3838里程碑曾经因修路而丢失，旅行者主动将“K3838”写在

一块石头上，以临时替代丢失的里程碑①。自制里程碑清晰地表明了“最美国道”的宏观

话语通过骑行者的实践转变为民间的、日常的。位于金沙江大桥上的西藏界碑则是行程

过半且正式进入西藏的标志。这块界碑被贴满了贴纸和涂鸦，庆祝自己终于到达西藏。

通过涂鸦，背包客将原本功能性、政治性的空间改写成私人的、情感的，“国道”因此镌

刻入旅行者的个人生命史，这与城市漫游者通过行走改写由精英和统治阶层所确定的空

间使用规范，创造日常生活空间可谓一脉相承，即便背包客对道路空间意义的改写未必

颠覆其本来的意义而只是对其进行了拓展。

其次，公路上的涂鸦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旅行者的移动状况，涂鸦活动本身也成为他

们调节在路上移动节奏的重要方式，这种类型的涂鸦以上坡处最为典型。如前文所述，

川藏公路本身并非坦途，而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苦行之路。骑行者平均每天骑行时间都在

① 作者2017年途经此处时，该里程碑已被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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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时以上，漫长的道路上还需要翻山越岭。爬坡尤其艰辛，因此在上坡处成为旅行者
涂鸦的密集区，涂鸦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有人诉苦，有人戏谑，也有灵光一现的爬坡
哲理，例如“一直期待上坡过后是下坡，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上坡接上坡”，“下了坡

迟早是要还的！小坡怡情，大坡伤身，陡坡灰飞烟灭。”有意思的是，由于下坡一般极为
顺利，享受速度带来的快感成为主要移动体验，因此下坡处极少见到涂鸦。因此，旅行
者感受到的空间并不是均匀的，而是与移动的节奏、方向、速度密切相关。

第三类值得注意的典型涂鸦空间是垭口。垭口指两山间的狭窄地方，即高山大岭的
交通孔道。在川藏公路上旅行需要翻越十几座高山垭口，垭口是道路旅行者经历了长途
跋涉后短暂停留休整的地方，而且因为海拔高可以看到全景，也是最佳观景点。垭口的
风也特别大，从第一座折多山，到最后一座米拉山，每一个高山垭口都建有祈福白塔，
是藏族人向神山祈福诵经的圣地，因此所有的垭口都会飘扬着经幡和哈达，信徒借助风
的力量念诵经文而为世人祈福。与界碑类似，垭口的海拔标识成为旅行者争相合影的物
质要素，意味着旅程中新的高度。CE用“无限风光在险峰”来形容在垭口的观感，并且
指出，虽然现在常有新修的隧道可以大大缩短路程，但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攀上垭口的那种快感和获得的视觉享受是无与伦比的。传统的旅游地理学受交通地理学
的影响，认为旅游通道的意义在于将人和物最有效率地输送到目的地，交通创造了“地
点的功用”（utilities of place），净力最省（least effort）原则是空间科学中移动性的重要
原则[18]。然而，在本研究背包客的视野中，道路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运输通道，川藏公路
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景观大道，是因为旅行者们可以欣赏道路沿途的风光以及体验
攀爬道路带来的成就感，应该注意到，通道本身具有多元价值和丰富的意义。
3.2 调节移动的停泊点与涂鸦催生的情感共鸣空间

由于川藏公路上的旅行时间较长，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短则几日，长则数月，沿
途因此出现了为旅行者提供吃、住、补给、信息咨询等服务的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停泊
点就是饭店和旅馆。这些空间构成了调节移动的停泊点，实现了对长时间道路旅行的支
撑。同时，这里因为旅行者的停留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关系生产，以涂鸦为代表的活动因
此将停泊点转化成背包客情感共鸣的空间。

例如，东升竹庄是绝大部分川藏公路旅行者第一天行程结束的地方，也是他们前往
西藏的起点，被称为“川藏线第一站”，在旅行者中享有盛名，于 2007年即开始营业，
旅店的墙被背包客密密麻麻的涂鸦所占据（见图 2）。“旅舍内挂满了各种摩托车队、自

驾车队和自行车队的队旗，偌大的餐厅四周有几百张红色锦旗，记录着无数骑友的曾经

来过，也足见这里已然是众多旅行者的必经休息之地。再看看旅舍的房间里，满墙的涂

鸦，五花八门”（摘录自田野日记，2016.07）。各种类型的旅行者们从这里开始进入流动
的状态，这里的涂鸦也充满了对旅程的憧憬，如“西藏，梦的开始”。

相对于道路来说，饭店和旅舍是休整、就餐的地方，停留时间较长，同时它们是较
为封闭、固定的空间，因此停泊点的涂鸦往往比道路涂鸦的面积更大、主题更广、形式
更多样（有文字、漫画、连环画等）、保留时间更长。涂鸦空间在外人看来密密麻麻、杂
乱无章，却成为旅行者交流情感的重要空间。许多旅行者非常推崇旅馆中自由、放松的
状态。ZF就说：“刚出发的那几天，开始尝试住青年旅舍，一开始感觉有点放不开，坐

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听着屋里的人聊着天，都来自天南海北，但感觉大家好像都很熟悉

的样子。”涂鸦在这种特殊空间氛围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涂鸦形式的无序性给予参
与者自由的创作空间，而杂乱的墙壁与整洁规范的常规空间构成鲜明对比。因为涂鸦过
于密集，旅舍老板不得不定期粉刷墙壁，为后来者创造新的涂鸦空间。一些老板还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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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刷前将原有的涂鸦拍成照片，挂在墙上。因此，旅舍的涂鸦墙不仅有空间的“宽度”，
还有时间的“厚度”，来来往往的旅行者持续地在这些空间中发挥创造力，并且与之前的
涂鸦者发生对话。

与道路涂鸦一样，旅舍涂鸦中充满了对旅程的记录和总结，但较长的停留时间使得
背包客有可能在这里创作出更复杂的涂鸦作品。例如，在新都桥旅舍房间的墙上有这样
的诗：“今日推车上折多，力竭身卑志不拙。笑问世间男儿汉，多少迎风之此坡。古来圣

贤皆寂寞，七擒七纵奈若何。武侯麾下白袍将，可敢单骑平折多？”同时，与公路涂鸦不
同，旅舍涂鸦还常常有旅程以外的话题，例如表达思念和祝福。例如，“WYN，如果有

一天我们能一起来找到这里，我真想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并将一直爱下去。”又如：
“XF：等我回来娶你，成都-拉萨。”同时，旅舍空间较为充足，这里单幅涂鸦所占的空
间也往往比道路涂鸦更大，信息更多，不乏长篇大论。在松多镇某旅舍的墙上，出现了
这样一大段涂鸦文字：“无论你今天要面对什么，既然走到这一步，就坚持下去，给自己

一些肯定，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坚强。现在的自己过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爸，妈，儿

不是不听话，只是太想跟随心的方向。如果问我过上平稳安逸的生活，十年、二十年

后，我会不会后悔，我的答案是，会，我会后悔，而且我现在就后悔。哥原来是这个框

框以内的人，现在走出来了，看见了外面的大千世界，真是多姿多彩，我会上瘾的，而

且已经中毒了。一切都是可以规划和行动加以改变的—SQ骑士，DG”。

在这一段文本中，这位涂鸦者表露出内心的挣扎和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旅游者在旅
行中离开熟悉的空间和环境，体验陌生的文化或生活，通常会伴随着反思自身的过
程，而由于背包客旅行时间较长、沉浸入当地文化，其对自我和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尤
其深刻 [28]。在当下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旅行被一部分青年人视为吉登斯所言之

“生活政治”的实践，这不仅是一段观光旅程，更是一次思考“我是谁”“我想如何生
活”的机会 [29]，涂鸦文本中所言走出“框框”就是力图改变固定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
式。当然，这类涂鸦出现在旅舍也与空间的物质环境密切相关。旅舍的封闭性与道路的
开放性成为对比，而且旅舍涂鸦通常发生在夜晚，而道路涂鸦多在白天，因此在旅舍中

图2 东升竹庄旅舍房间墙上的涂鸦
Fig. 2 The graffiti on the wall of Dongshengzhuzhuang Ho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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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可以发现许多细腻地展现内心情感的涂鸦文本，旅舍也因而成为旅行者寄托私密情感
的场所。

在传统的地理研究中，机场、加油站、汽车旅馆等停泊点一度被认为是没有意义、
不生产关系的“非地方”（non-place） [30]，人们只是路过这些节点，终点才是目标所在。
然而，川藏公路沿途饭店和旅舍中的涂鸦实践明确地展示了这些停泊点所具有的重要社
会意义，这些节点不仅为川藏公路的旅游者提供工具性支持，如提供补给、信息，它们
的存在更使得这段旅程有张有弛，富有节奏，为一个不断流动的群体提供了发生社会交
往和情感共鸣的场所。川藏公路上背包客的移动实践生动地反映了移动和停泊形成的辩
证关系，在动与静的结合中，移动行为真正得以持续，而由移动物、停泊点和移动通道
构成了移动系统才构成了理解移动的完整背景[18]。

4 流动的新部落：涂鸦实践与背包客群体的形成

4.1 跨时空对话：涂鸦作为背包客群体的语言
涂鸦实践下生成的道路和停泊点充满了不断变更的社会场景和空间故事，促成了关

系的生产、维护和延续。研究发现，“跟帖”这种涂鸦形式在背包客涂鸦中极其普遍，但
是在城市涂鸦中较为罕见，而“跟帖”促成了旅行者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成为道路上
来来往往的背包客互相交流和沟通的“语言”。“跟帖”本是社交网站的用语，指在发表
的帖子后面写上自己的意见。例如，新都桥雅克青年旅舍的墙壁上有一句：“原谅我这一

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耗子高反快点好，去拉萨。”紧跟着的一句是：“人不流浪枉少年，

顶你。”有意思的是，这个“顶”字，也是网络用语，指通过对所感兴趣的文章进行回
复，使得这篇文章出现在讨论版面靠前的位置，达成支持的效果。由此可见，有些研究
者认为网络涂鸦会替代实体涂鸦的担心并不成立[31]，事实上，是实体空间的涂鸦巧妙地
挪用了网络交流规则。

因为对话性的存在，使得川藏公路上的涂鸦不仅是自我的表达，也是在移动中对他
者的凝视，在路上阅读与回复涂鸦，成为旅行乐趣的一部分。YJ说：“我看路上或者住

的地方看到这些涂鸦，就感觉很鲜活，就像跟人在聊天一样，可以看很久，然后自己也

想写点什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处在同一时空中，旅行者之间仍旧发生了互动。当
旅行者在阅读这些涂鸦时，“涂鸦吸引涂鸦”时常发生，而当一种主题的涂鸦出现，在同
一空间中很可能出现类似主题的集聚，比如某处护栏上的涂鸦：“435264，我想你了—

2015.6.7”，随后有人写：“ZZ：我好想你了—2016.4.21”。除了这类模仿式涂鸦，还有对
话式的。例如，东升竹庄的墙壁上有这样的涂鸦，“南阳，一路前行—XT”，紧跟着的一
条就是“我也是南阳的—ZJ。”在这段跨时空交流中，两位来自南阳的旅行者产生了对
话，流露出遇到“老乡”的喜悦。参加“对话”的人数还可以非常庞大，有时以“盖
楼”的形式呈现，例如八宿青年游客之家的墙壁上就有“2 楼，浙江人民发来贺电！”，

“3楼，江苏人民发来贺电”，“4楼，Congrats! —Big long。”同样，“盖楼”的写法也是来
自网络。模仿与对话等涂鸦模式很好地展示了背包客涂鸦有别于城市涂鸦的特征——交
互性。

因此，涂鸦促成了时空错位的社会交往，通过无数旅行者不断地阅读和涂写，群体
内实现了跨时空交流，这种互动替代了面对面交流或者身体互动，为川藏公路上的旅游
者形成独特的群体认同提供了基石。Maffesoli的“部落主义”对认识移动中产生的社会
关系很有启发，他反对现代性对于个人和契约团体的强调，拒绝日常生活之原子化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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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倾向，认为尽管现代性造成了社群关系的激增，但这些社群却没有真实的内容，而
后现代性的社团则倾向于对群体本身的回归，强调多元的角色而非契约，强调情感而非
理性[32]。在本研究中，当旅行者身处形形色色、密密麻麻的涂鸦空间，也就是被无数个
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包围，所有经过这个空间的人，一方面接受旅行文化的洗礼，一方面
通过阅读、留言、拍摄等方式参与进来，将自己变成这种文化的一部分，背包客的涂鸦
实践促成了川藏公路旅行者群体认同的构建。正因为群体认同的存在，陌生旅游者之间
的互相鼓励也是涂鸦的一大主题，如旅舍墙上有“川藏线上的姑娘加油！—DYM
2012.5.28”，“骑手在天涯的兄弟们：加油—V12SZYF 13.7.9”。安德森指出，特定方言缓
慢地、地理上分布不均地扩散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构建
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33]，而本研究发现，涂鸦就像是旅行者群体的语言，是松散
的、基于情感的新部落的粘合剂，正是涂鸦这种跨越时空的沟通中介的存在，新部落才
得以维系。
4.2 狂欢与反叛：涂鸦作为契合群体文化精神的空间实践

城市涂鸦的反叛性往往体现在与管理者争夺空间的过程中，在“不被允许涂鸦之处
涂鸦”一度是城市涂鸦者最热衷的空间抵抗。然而，与城市涂鸦不同，背包客涂鸦对空
间的争夺并不体现在与管理者的抗衡中。在重要的道路标识、安全警示牌和其他明确写
着“禁止涂鸦，违者罚款”的地方并不会有涂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空间里的标识
与旅行者的安全休戚相关。例如，在怒江七十二拐的下山路段，就树立着“事故频发路

段，此处死亡13人”的警示牌，之后每隔一段距离便会出现提醒人们减速慢行的标识。
背包客涂鸦的空间争夺体现在涂鸦者之间，并且争夺的主旨是趣味而非对抗，催生的是
一种集体狂欢情绪。

观察旅行者涂鸦，其实在混乱中自有其规则。第一：尊重先来后到。先来者可以任
意选择涂写位置并能够占据大片空间，而后来者只能在剩余的空间中继续涂鸦，涂鸦的
空间受到限制，同时，后来者的涂鸦内容会受到先来者涂鸦内容的导向性影响，如上文
的“跟帖”。因此，如何在剩下的空间中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涂鸦被人看到就需要旅行者各
显神通。比如在道路中一处石栏杆上，涂到无处可涂时，旅行者们就“最后一楼”到底
应该在哪里展开竞争，从护栏一直写到了公路上。“我是最后一楼，有没有，就是不让有

楼下了！”然而紧接着另一个人就写着：“地下室的的露个头！！”又接着：“鄙视楼上的。

地下室二楼才是最后一楼。”涂鸦者围绕着固定空间展开竞争。第二：禁止覆盖。虽然涂
鸦空间如此稀缺，各处涂鸦墙上的相互覆盖的现象则很少，覆盖是一种“恶性竞争”，因
为被别人阅读、进而引起对话是背包客群体涂鸦的诉求之一，覆盖他人的涂鸦就好像剥
夺了他人发言的权利，是没有礼貌的行为，这也与上文认为涂鸦是背包客群体的“语
言”相吻合。前文所述，当有些客栈或饭店的老板需要重新粉刷被涂满的墙壁时，也会
将旧的涂鸦以照片的形式保留下来，在这种空间的延展中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延续，才有
可能达成群体认同。

对空间的争夺像一场趣味盎然的游戏，而这也与道路旅行的特质密切相关。在与这
条公路如此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中，旅行者通过涂鸦把这条公路从工具性的变成社会性
的，在社会交往中实现在旅途的自我调节。流动的新部落在涂鸦游戏中产生一种狂欢的
快乐，达成情感共鸣。部落主义侧重群体中的非结构性因素，而情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
元素，Maffesoli称新部落的凝聚力为让人们感受到在一起的快乐“情感星云”（affectual
nebula） [19]72。如果单纯分析上述争夺“最后一楼”的涂鸦文本，很难说这些内容中包含
着怎样的深意，然而，涂鸦的生命力恰恰来自“随手涂写”带来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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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空间的争夺所指示的是涂鸦实践的狂欢性，那么涂鸦文本中包含的内心
剖白则常常表露出对“非旅行状态下的自我”，也就是日常自我的反叛，例如上文所引署
名为“SQ 骑士，DG”的涂鸦。道路旅行者用涂鸦文字来描绘与现实中不一样的自己，
以及借助旅行追求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背包客群体的反叛性不一定体现在夸张的
形式或激烈的言辞中，而是镌刻在背包客群体文化的内核中，就像这位涂鸦者试图走出

“框框”，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背包客文化在诞生之初就深受“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的影响，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制度化的、以观光为主要目的大众旅行保持对立，
强调自主行程、深入当地、追求真实的在地体验，反映到价值观层面，就是对“真实”
的重视，既包括了真实的当地文化，也包括了忠于真实的自我[34]。川藏线旅行，如前文
所述，因为与“人生历程”有着相似性而被旅行者所青睐，这场旅行也因此常被比喻成

“寻找自我的旅程”。并且，川藏公路复杂的路况往往激发背包客们直面困境、挑战自
我，进而把这种心态延伸到生活中，就像八宿旅舍墙上的那句“生活中处处充满不如

意，我们无法逃避，唯一能做的就是换个角度看待它！我们一直在路上—莫失莫忘”。道
路旅行带来的丰富体验长久地镌刻在背包客的人生经历中，成为他们的宝贵财富。

5 结论与展望

在城市空间中，涂鸦之地往往被社区居民看成是危险的、混乱的[35]，但是在道路旅
行中，有涂鸦的空间是欢乐之地、游戏之地。背包客涂鸦在表现形式上杂乱无章、内容
琐碎多样，乍一看破坏了空间的和谐与美观，但事实上，涂鸦是背包客群体极富有创造
力的空间实践。川藏公路成为记录道路旅行者丰富旅游体验的载体，是他们旅程乃至人
生经历的见证者，“最美国道”成为“人生旅途”的见证者而镌刻在旅行者的个人生命史
中，原本功能性、政治性的空间被改写成私人的、情感的。涂鸦同时造就了一个生机勃
勃的流动新部落，涂鸦所创造的“跨时空对话”使得每个旅行者都处于群体文化编织的
社会网络之中，涂鸦所携带的狂欢和反叛特征与背包客文化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参与
者在涂鸦与观看涂鸦中得到情感共鸣。

将“道路漫游”与“涂鸦”结合起来的背包客涂鸦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实践启发我
们重新认识道路和停泊点的意义，重新审视旅游者和地方的关系，思考移动性空前加强
的时代如何重新认识地方和空间等地理学核心概念。首先，本文丰富了目前道路研究的
主题，关注人与道路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真实的移动体验中，道路及其附着的停泊点
都会成为移动者观看、游玩的对象，成为社会交往、产生情感、留下回忆的地方，因此
道路空间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而且移动中的涂鸦实践深刻地展示了人与道路始终
处于互相协调和适应之中。其次，本研究启发管理者重新思考旅游者涂鸦的问题。尽管
在景区和文物这些空间涂鸦是不恰当的，但是屡禁不止的旅游者涂鸦或许正是游客与地
方之间亲密性最直接的表达，这种亲密挑战了景区或者文物所具有的神圣感与距离感，
在未来的研究中，或许能从这个角度进一步研究景区涂鸦，提出更恰当的引导和治理对
策。第三，道路在背包客涂鸦的实践下转变为有意义的地方，同时，一个流动的、基于
共同兴趣的后现代共同体在道路中形成，与一种开放、多元的地方观相契合。然而，我
们必须追问，新部落真的可以完全“去地域化”吗？一个去地域化、只讲情境与情感的
共同体，与传统的共同体有着怎样的异同，是否存在着局限？这种种问题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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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 解 佳 等：道路旅行中的背包客涂鸦：空间实践与新部落的形成

Backpackers’graffiti in road travel: Spatial practi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o-tribe

XIE Jia1,2, SUN Jiuxia1,2, WANG Xueji1,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Leisure, Tour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road travel, Chinese backpackers have shifted the place of
graffiti activities from cities to non- urban spaces such as highways. Although backpackers’
graffiti is influenced by both traditional travel culture and modern graffiti art, it is different
from graffiti in urban areas and scenic spots. Backpackers’graffiti combines“roaming”and
“graffiti”and thus can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spatial practice.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
tics of backpackers’graffiti provide a vivid context for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road and
nodes in tourism geography, for understanding how tourists participate in the place making of
destinations, and for exploring how a community can be created during a mobile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backpackers’travel in Sichuan-Tibet highway as a case,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graffiti as a spatial practice by combining mobile ethnography with multi-sited ethnography.
We interviewed 20 backpackers including hikers, riders, hitchhikers and 2 hostel owners. Also,
graffiti on walls of hostels and restaurants, on the roadside railings, monuments and scenic
spots was collected. This study finds that graffiti practice makes the Sichuan- Tibet highway
and nodes along the way such as hostels become the witness of backpackers' journeys and even
their lives.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originally as the instrumental and political space is re-
written into a private and emotional space. Because Tibet is thought to be holy by Han travel-
ers, their travel to Tibet via this highway is regarded as pilgrimage to some extent. The difficul-
ties during the journey due to the dangerous road conditions is constantly compared to difficul-
ties in life by travelers. Lots of graffiti record travelers’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during the
journey. Moreover, graffiti practice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 post-modern“neo-tribe”,
as Michel Maffesoli suggested. Backpacke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via graffiti although they
are not going through these spaces at the same time. Graffiti can be perceived as a language of
the backpacking group and they“talked”to each other through making comments’on others’
texts. As a protocol, backpackers avoid overlapping others’text. It becomes a game of back-
packers to compete for the space left over and they develop different strategies. Backpackers
share their feelings, exchange jokes,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 through graffiti. As a result,
backpackers’graffiti reshapes the spatial meaning of Sichuan-Tibet highway and its nodes, and
this activity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que travel culture of this high-
way.
Keywords: backpacker; graffiti; Sichuan-Tibet highway; spatial practices; neo-tribe; road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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